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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源自憲法第8條第1項之授權，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將「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作為現行犯之要件，並在同條第3項規定準用現行犯之3 款要件。然現行犯因不問何人得逕行逮捕，對作為人權保障核心價值之人身自由侵害甚鉅，自必須要求高度之犯罪及犯人之明白性，以期在犯嫌及證據保全之緊急性、必要性與人身自由之侵害間劃分適當之範圍與界限。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現行犯之規範內容上，與日本刑事訴訟法雖然相同，但對於「即時」之解釋適用卻相當缺乏，因此在偵查實務上即難落實對司法警察之法律監督。日本對此在時間、場所之緊接性、犯行終了狀態之繼續、依被害人指述、司法警察依所得情報、犯行之持續追蹤上所為逮捕之適法性等，實務學說均以累積相關見解可供參考。
在準現行犯之逮捕上，相較日本刑事訴訟法之明文，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規定其3 款要件是否必須與犯行具有「即時」之關連性。此或使司法警察在偵辦案件時，對於犯嫌之逮捕有較大空間及可能性；然自憲法第8條之意旨及比較法之觀點，不具備「即時」要件之準現行犯逮捕，均難認適法。
至共謀共同正犯之現行犯逮捕，理論上雖有異說，但於正犯實施犯罪時在場之現場共謀共同正犯，自司法警察事先獲取之情報及當場之客觀事實，足資認定犯嫌為與正犯共謀者，亦非不得以現行犯逮捕之。
我國無令狀逮捕之審核權，依現行法制之規定，係由檢察官把守第一道防線。諸如現行犯、準現行犯之逮捕適法與否、緊急拘提（或稱逕行拘提）之事後簽發拘票與否，均為身具司法官性格之檢察官責無旁貸之責任。且觀察我國法院之實務見解，對於是否為適法之現行犯逮捕，認識上尙非全無爭議，亦有必要提起上訴以資確認。為達成真實發現之目的，對於正當程序之要求益加重要，乃執法者應有之基本認識。
壹、問題之提出
一、案例事實
「A、B、C、D、E共組竊盜集團，鎖定上下班尖峰時間，在臺北縣、市各捷運路線車廂內扒竊乘客皮夾，得手後再於當日晚上11時集合於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分贓。該集團之分工如下：A下手扒竊、B、C則在旁推擠被害人、D負責擋住其他乘客視線，E則伺機在接應A得手之皮夾後離去現場。該集團因僅拿取皮夾內之現金，其他具有個人屬性之物如信用卡等則均予丟棄，致查緝頗為困難。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接獲多起民眾在捷運遭竊皮夾之報案後，由肅竊組甲小隊長領軍，帶領乙副隊長、丙、丁偵查佐組成專案小組，向捷運警察調得各該被害人遭竊前後之上下車廂、進出車站之錄影帶過濾後，發現A、B、C、D、E在某一被害人出現時，均至少有3人以上緊跟在被害人身旁或在後推擠或上同一節車廂，但均未錄得何人下手行竊之畫面。惟仍鎖定A、B、C、D、E等5人為本案之可能犯嫌。
又再分析被害人遭竊時地，週一下班時間之忠孝復興站人潮眾多，已有多名被害人，甲、乙、丙、丁遂決定至忠孝復興站埋伏。甲等4人於98年10月25日下午4時許到達忠孝復興站，並與捷運警察以無線電取得聯繫，待捷運警察自監視器畫面發現A等5人進入車站時，即以無線電通報甲。甲於同日下午5時許接獲A、B、C、D均已陸續進入忠孝復興站剪票口，正往板南線月台走去，E則在站外徘徊之通報，隨即在板南線往永寧方向月台，發現A、B、C、D之蹤跡，正接近人潮中1名背著側背包之上班族女性T。甲等4人即不動聲色靠近A、B、C、D。約下午5時10分，列車進入月台，因人潮眾多，僅A、B、C得以靠近T，D則被甲、乙、丙、丁及其他乘客阻隔，完全無法知悉A、B、C之舉動。甲、乙丙、丁雖同時擠上車，但除甲得接近A外，乙、丙、丁則僅負責盯住B、C、D。約5時20分列車行至西門站，A即在B、C之推擠掩護下，順利竊得T之皮夾。乙、丙、丁僅見B、C隨列車晃動，但甲因目擊A之犯行，即高喊：『抓人！』，並以手抓住A之左手腕，乙、丙、丁亦同時各欲抓住B、C、D之手，惟均為A、B、C、D所掙脫並與甲、乙、丙、丁發生拉扯而一陣混亂。此時約5時25分，列車到達龍山寺站，車門打開後，A、B、C、D即陸續奪門而出，A為甲、乙在月台上共同制伏並隨即上銬，B、C、D則趁亂逃逸。惟B因丙持續在後追，而在5分鐘後在龍山寺站艋舺公園出口外之人行道上（約100公尺外）查獲；C則自萬華區公所出口逃逸至萬華火車站（約1000公尺外），丁在遍尋不著後，依原先計畫以無線電通知勤務中心轉知相關車站警察隊，協查是否有C之蹤跡。萬華車站鐵路警察遂於車站內尋找，赫然於6時30分發現與丁描述相似之人（實則為C），遂上前準備詢問，惟C見警靠近拔腿狂奔，但仍為鐵路警察攔住後通知丁，丁即前往確認為C而查獲。另D自另一出口出站後，即逃往西門町萬年大樓（約2000公尺外）躲藏。甲等4人於下午7時許因遍尋不著D，遂先由乙、丙、丁及支援警力將A、B、C帶回警局，甲則留在附近繼續尋找D。約下午9時許，D自萬年大樓離開時，恰巧為徒步至該處之甲發現，遂當場逮捕D。而乙、丙將A、B、C帶回警局後初步詢問（未作筆錄），得知當日得手後將集合在大安森林公園分贓，遂於同日下午10時30分，在大安森林公園逮捕E。」試就以上事例討論逮捕之適法性如何
？
二、問題之提出
上開案例事實有疑問者，乃逮捕A、B、C、D、E之根據為何？首先，A、B、C、D、E為學說上所稱之共謀共同正犯，即「二人以上為實施特定犯罪，在共同意思下，互為一體地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而為各自意思付諸實施為內容之謀議，因此實施犯罪」
。惟除A為下手實施之正犯，且為逮捕者甲當場目擊者外，（一）B、C並未著手實施竊盜罪之客觀構成要件，渠等幫助A竊盜之推擠行為，客觀行為之評價與逮捕者主觀之評價顯非相當時，應如何判斷？（二）再C係於案發後1小時10分，在1000公尺外之萬華火車站內，為受丁通知而至現場之鐵路警察所逮捕，惟該鐵路警察未目擊C之犯行，僅有丁之轉述，在上述時間、空間之差異下，可否認為係現行犯或準現行犯，該逮捕之適法性如何？（三）又D在案發現場因故未能參與竊盜之實施、幫助行為，對之逮捕之根據為何？案發後3小時40分，在距案發現場2000公尺之外，是否仍得認係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四）E雖與A、B、C、D共謀，但未在案發現場，係為參與事後之分贓而在案發後5小時，距離數公里遠處被逮捕，其適法性又如何？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以下將以日本法制上之討論為背景，嘗試以我國現行法制關於現行犯、準現行犯逮捕之範圍與界限為軸，或可作為檢察官在拘捕前置主義之前提下，作為是否適法逮捕聲請羈押之參考。
貳、現行犯與準現行犯逮捕之要件
一、法制背景
我國對於無令狀之逮捕，除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第2項之現行犯逮捕，同條第1項、第3項之準現行犯外，尚有稱之為緊急拘提
之第88條之1之規定。其中現行犯、準現行犯均無逮捕主體之限制，緊急拘提則限於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茲將各該條文及其事由整理如下：
（表一）：我國無令狀逮捕之要件
	類型
	現行犯
	準現行犯
	緊急拘提

	要件
	犯罪在實施中即時發覺
	被追呼為犯罪人
	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

	
	犯罪在實施後即時發覺
	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顯可疑為犯罪人者。
	在執行或在押中之脫逃者。

	
	
	或於身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
	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但所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不在此限。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相較於上開要件，日本法上無令狀之逮捕
，亦有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213條規定之現行犯、準現行犯逮捕
，與同法第210條之緊急逮捕。逮捕主體之限制部分與我國相同。至於現行犯、準現行犯之要件，則規範在同法第212條。茲與第210條緊急逮捕之要件表列如下：
（表二）：日本無令狀逮捕之要件
	類型
	現行犯
	準現行犯
	緊急逮捕

	要件
	現在實施犯罪中
	被追呼為犯人
	有充分理由懷疑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情況急迫，不及向法官聲請逮捕狀者，得告知被逮捕者理由後逮捕之
。

	
	犯罪實施終了時
	持有贓物或明顯供作犯罪之用之凶器或其他物品者
	

	
	
	身體或衣服留有顯著之犯罪痕跡
	

	
	
	經盤查而逃逸者
	


由以上表一、表二可以看出，現行犯之要件大致相同，我國雖在現行犯之規定上多了「即時」二字，然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12條已將時間之緊接性包含在「現在實施犯罪、或現在實施犯罪終了」以作為現行犯之要件，學說、實務上均無爭議。比較有重大差異者，乃日本刑事訴訟法對準現行犯仍有「即時」之限制，並增加第4款之「經盤查而逃逸者」之規定，我國之規定則無明文。
二、問題點
上開現行犯、準現行犯之規定，因存在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上至少有下列疑義：
（一）現行犯部分：犯罪在實施後即時發覺之「即時」，其限制為何？例如警察在接獲被害人報案10分鐘後趕抵現場，依被害人指述犯嫌之特徵，而於200公尺遠處逮捕犯嫌，是否合於「即時」之要件？
（二）準現行犯部分：準現行犯之3款要件，有無採現行犯之「即時」要件之必要？若有，與現行犯之解釋有無不同？若無，倘被害人在遭搶10日後，發現迎面而來之人竟是10日前之犯嫌，他人可否因被害人之追呼而逮捕？
三、日本法之觀察
（一）現行犯部分
現行犯因犯人及所犯之罪明顯，較無誤認並濫用強制權限之危險，且有急速逮捕、抑止犯罪之必要性
，因此無以令狀主義限制之必要
。但相對地，其範圍、界限自不應過份擴張，以免有侵犯人權之虞。另外，私人雖可以逮捕現行犯，但實務上多以通報警察到場之方式為之，因此以下討論，主要即以受被害人通報之警察到場後得否以現行犯逮捕為例。
1、首先，除犯罪進行中、終了時被逮捕之情形外，適法之現行犯逮捕，犯罪時與逮捕時之時間、地點必須極為接近。例如在被害人報案於現場遭傷害之情形，倘警察於報案後立刻趕至現場，犯嫌仍在場，自現場情形可判斷為犯行終了時（例如犯嫌持棍棒、被害人身上多處瘀傷或流血等），則可以現行犯逮捕。判例上對於飲食店內之器物遭犯嫌毀損，警察經通知到場，發現物品有遭破壞及一片凌亂之現場後，被告雖走至路上，仍大聲叫囂店家欺人太甚等語，進而將之以現行犯逮捕之行為，即認為適法
。此類型之犯行後狀態持續，犯行地點並未變更，僅經過些許時間，實務上均承認其適法性
。
2、其次則是時間、地點均有些許變更，但犯行終了後之狀態仍持續者，因犯罪之客觀要件足供擔保，因此承認其適法性。例如計程車司機在駕車過程中遭乘客毆傷，隨即駕車至200公尺外之派出所報案，而將乘客逮捕之情形（釧路地決昭48.3.22）
。
3、反之，若警察到達現場時，對於是否犯罪、犯人為何尚屬不明，依被害人之指述，認定現場附近之某人為犯嫌（或經職務詢問後發現與被害人之指述符合）時，得否依被害人之指述為現行犯逮捕？因現行犯逮捕必須有「現在實施犯罪中或犯罪終了時」之客觀要件來擔保逮捕之適法性，因此逮捕之主體必須可直接查知上開客觀要件，否則不得僅以被害人之指述或犯嫌之供述，為現行犯逮捕之依據
。例如依被害人報案遭人恐嚇後於20分鐘趕抵現場之警察，在距案發現場20公尺外發現與被害人指述特徵相符之人，該人表明並非犯嫌，但經警察通知被害人前來指認認定為犯嫌時，因逮捕者未能自客觀外部狀況等直接查知是否為「犯罪終了時」，故其逮捕程序為重大之違法（京都地決昭44.11.5決定）。又如某女在電影院內遭人猥褻，返家後告知其夫，至電影院確認後發現犯嫌仍在電影院內，遂報警處理，警察於犯行後之1小時5分後，犯嫌步出電影院時將之逮捕，其現行犯逮捕亦非適法（大阪高判昭40.11.8）。此即所謂現行犯逮捕要件之「明白性」
。
惟被害人或目擊者之指述外，若加上一定之客觀條件，其現行犯逮捕亦得認為適法。例如在凌晨已關門之店內，對被害人強制猥褻、傷害之犯嫌，警察於被害人報案後20分鐘抵達現場發現犯嫌，因凌晨店內已無其他人，其明白性足供擔保，而認現行犯逮捕為適法（東京地決昭42.11.22）。又類似情形如警察受被害人通報甲店內發生打破玻璃之毀損案，到場後經店員告知犯嫌正在20 公尺外之乙店內，警察於犯行發生後約30至40分鐘過後，在乙店將犯嫌逮捕之行為亦認為適法（最一小決昭31.10.25）
。
另外雖有以逮捕主體僅為逮捕之事實行為，並未參與客觀要件認定，或係與資料提供者（主要為被害人）之共同逮捕為依據，認被害人之指述或犯嫌之供述，乃為補充客觀情狀之認定資料。例如：
（1）於路上遭恐嚇之被害人，恰見警察經過，將被害事實告知警察而逮捕犯嫌。
（2）自遭竊現場追蹤犯嫌至住處，確認犯嫌居所後通報警察加以逮捕（仙台高秋田支判昭25.3.29）
（3）私人於遭竊現場逮捕犯嫌後為犯嫌掙脫，通報警察後由警察將犯嫌逮捕（東京高判昭53.6.29）等情形。
上開（1）至（3）在學說、實務
上雖都有支持之見解，但在逮捕主體並未直接查知客觀情狀之前提下，貿然承認此類型之現行犯逮捕，其客觀情狀之擔保，僅餘被害人或目擊者之指述，缺乏憲法上要求之高度確信，宜採否定說為當。
4、又犯嫌之行為由一般民眾判斷不知為犯罪行為與否，偵查機關依事前獲取之情報、線索，得知其行為為犯罪之實施，得否以現行犯逮捕之？實務上採肯定見解認為在「將同樣資料交由非警察之一般民眾判斷，亦得認為滿足現行犯逮捕要件之情形」下，得以現行犯逮捕之
。
此類型之犯罪，通常在客觀行為無法直接判斷是否犯罪，例如A交付紙袋1包與B，雖係毒品之交易或賄賂之收受，但除事先以其他方法取得相關情報之司法警察外，無從判斷是否構成犯罪。該等犯罪之查緝，雖具有急迫性，但若將是否構成犯罪之客觀行為，繫於逮捕主體之主觀判斷，兩者權衡是否相當，不無疑問。為擔保犯罪與犯人之明白性，似必須補充其他認定為現行犯之客觀事實。例如在以現行犯逮捕違法賭博賽馬之犯嫌時，除先前取得之情報資料外，客觀上又已發現有賭客持賽馬報紙進出犯嫌處所，並就該賭客進行職務詢問後，方認犯嫌現在實施犯罪終了而逮捕，即認為適法
。
5、最後為有關犯嫌之接續追蹤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之判例，為最高裁判所昭和50年4月3日第一小法庭判決。該案例之簡要事實為，「漁業監視船A號船（下稱A船）發現X號船（下稱X船）上船員有違反規定捕魚之犯罪行為，準備以現行犯逮捕時，X船趁機逃逸，A船於是通報正在該海域作業之B號船（下稱B船）協助追蹤。B船在3小時後發現X船，要求X船停船而遭拒絕，X船於過程中並 3次撞向B船之船身，B船之船員即被告C，為不讓X船逃逸，遂以竹竿丟向X船負責掌舵之船員Y，因此造成Y受傷，而告訴被告C涉犯傷害罪嫌。」
上開判決之要旨，認為B船受A船之託，為逮捕現行犯而接續追蹤，進而逮捕之行為，乃基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13 條之適法現行犯逮捕行為
。而在逮捕現行犯時，無論私人或是警察，受有抵抗時，在社會通念上必要且相當之限度內，得為強制力之行使；該強制力之行使若有違反刑罰法令時，亦應援引刑法第35條
規定不予處罰
。因此由在現場確認犯罪行為之人，為逮捕現行犯繼續追蹤，因此受該人委託繼續追蹤之人，乃承繼前者之逮捕權，應認為係現行犯之逮捕
。
惟有認對犯嫌接續追蹤之意義，除維持時間、場所之近接性外，亦有得以維持犯罪明白性之意義。亦即，在追呼為犯人之準現行犯情形，其時間近接性係與現行犯接軌，在犯罪之明白性上則與緊急逮捕相連結。因此實務對於受有暴行之被害人追呼犯嫌，因第三者之妨礙而放棄，其後不久又在附近發現犯嫌時，再次追呼之情形，即不認為適法之準現行犯逮捕（仙台高判昭44.4.1），因此對於上開判決要旨並不認同
。是接續追蹤之無令狀逮捕，究應認為現行犯、準現行犯甚至緊急逮捕，必須就各該要件針對個別客觀事實加以判斷。本文認為，上開判決雖有時間、場所之緊接性及限定性（在海上犯罪），但犯嫌已逃離查知客觀事實之A船範圍外，除非A船所通報之特徵，足以讓B船誤認之可能性極低，否則犯罪與犯人之明白性，僅憑A船之指述擔保，似嫌過分寬鬆。本案之逮捕，應自準現行犯中「追呼為犯人」、「經盤查而逃逸」2款要件判斷是否適法為當。
（二）準現行犯部分
準現行犯之要件，應該有（1）犯罪與犯人之明白性；（2）犯罪時間之緊接性；（3）時間緊接之明白性；（4）逮捕主體對於上開4款事由之認識
。亦即，準現行犯之逮捕主體（通常為警察）因為並未直接查知犯罪進行中或終了之客觀要件，故必須先確認是否確有相當上開4款事由之事實。其次，縱然有合於上開4款規定之客觀事實，亦必須先為判斷各款事實與犯行之關連性如何。再者，仍必須依日本國憲法第33條規定之意旨及依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2項之規定，加上「即時（間がない）」之要件，予以嚴格解釋適用，以此擔保犯嫌之明白性
。
而犯罪終了後之「即時」，除必須考慮時間之緊接與場所之鄰近外，因各款事由所表現之與犯行之關連性，在程度上亦有差異（原則上，其關連性程度由第1款至第4款遞減），因此所要求「即時」之程度，相對地亦有不同。如犯嫌同時具有4款事由之2款以上，其時間、地點之要求或可較為放寬，學說上分別有主張3至4小時以內、2至3小時以內、或無特別情事者1至2小時以內者
，因個別案件不同難有一定之標準
。
茲將幾則判決與事實簡要列表說明如下：
（表三）準現行犯逮捕之案例
	編號
	判例名稱
	時間、地點及事實概要
	適法性

	一
	最決昭42.9.13
	時間：犯行後40至50分
地點：距案發現場1100公尺
客觀事實：於夜間無人跡之處，警察以手電筒照明並鳴警笛喝令停止而不從後逃逸
	適法

	二
	最決平8.1.29
	時間：犯行後約1小時、1小時40分
地點：距案發現場直線距離約4公里
客觀事實：犯嫌之逃逸及身上之傷勢
	適法

	三
	東京地判昭42.7.14
	時間：犯行後約2小時
地點：現場附近
客觀事實：遭竊現場發現血跡，於鄰近工地發現手腕受傷之人，請求同至派出所時，該人即趁機逃逸而遭私人逮捕
	適法

	四
	福岡地決昭48.9.13
	時間：不詳
地點：500公尺
客觀事實：警察受強盜案之被害人通報，犯嫌駕車逃逸，攔下後犯嫌同意至警局，經被害人確認後逮捕（逃逸方向因道路損壞汽車無法通行，只能折返）
	適法

	五
	福岡高那霸支判昭56.2.2
	時間；約1 小時
地點：距案發現場700至800公尺
客觀事實：該地為住家稀少之山中小村，經被害人指述犯嫌為某親人，發現犯嫌時，犯嫌稱：「警察來了，快走！」並抗拒逮捕。
	適法

	六
	東京高判昭62.4.16
	時間：約40分
地點：距案發現場約600公尺
客觀事實：犯嫌乘車逃逸，逮捕時之車號一致、身上有血跡
	適法

	七
	東京地決昭42.11.9
	因警察進行職務詢問，依犯嫌之供述認為具有犯罪後之「即時」要件時
	違法

	八
	東京地決昭43.9.7
	時間：不詳
地點：距案發現場25公尺之飲食店
客觀事實：被害人報警後回到現場附近，聽聞犯嫌進入某飲食店，率警進入後將犯嫌逮捕
	違法


自上表觀之，據以判斷犯人明白性之客觀條件，除時間、地點外，尚應自犯行與時間、場所之關係，發現犯人時犯人之行為及持有物品、犯罪之態樣與結果等客觀事實加以綜合認定
。例如編號二之最高裁判所平成8年1月29日第三小法廷決定，對於犯嫌之逮捕，因同時符合準現行犯之2款要件，而提高犯人之明白性，故在時間、場所之近接性上可較為放寬
。但準現行犯絕不可能無須判斷時間、場所近接性之要件，應為當然。
四、我國之情形
以「違法逮捕」、「現行犯」為關鍵字搜尋我國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歷年之判決後，將有關現行犯、準現行犯之部分，擷取如下：
（一）現行犯部分
1、「所謂現行犯，係指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現者而言，此觀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自明。所稱即時，指犯罪實施中或犯罪實施後之當時而言。卷查上訴人於原審即狀指『上訴人甲○○不是買票時當場被逮之現行犯，而是上訴人於看完電視外出行走於東勢鄉○○村○○路上，遭雲林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未循法定程序當場押走之人犯，上訴人家屬以為甲○○遭人綁架，還請縣議員向台西分局報案』等語，並提出該分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憑，以爭執司法警察係違法逮捕上訴人。卷附雲林縣警察局台西分局通知二份，均未載明上訴人係依何法條規定為逕行逮捕。則上訴人是否為在犯罪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被發覺之現行犯？有無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法逕行逮捕？仍有欠明瞭而待究明。此與所衍生取得之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攸關，自有調查之必要。原判決對此未予查證究明，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5027號判決）
2、「又按現行犯或準現行犯之逮捕，只要有相當理由相信被逮捕人為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即得合法逮捕，相當理由不要求百分之百確信，執法者依當時事實及情況，客觀形成相當的相信，認為被逮捕人為現行犯或準現行犯，應認為即成立相當理由。經查，證人即本件查獲之調查員謝念台於原審證稱：「我們先在國父紀念館捷運站埋伏，先在三號出口外面看到甲○○，接著又看到乙○○走過去跟甲○○打招呼，有簡單交談，甲○○就搭手扶梯進站到地下一樓，乙○○就到車上（就是蔣耀玲開的一部銀色自小客）拿一個手提袋，跟著步下捷運站一樓，我沒有下去，我在上面等候，另一個同事郭遠謀有跟著下去，我同事就看到在廁所旁邊乙○○把手上的手提袋交給甲○○，兩人又一起搭電扶梯上來，郭遠謀跟在他們二人後面，我們就上前圍捕，他們二人就想分頭跑，其中甲○○就把手中的提袋丟在乙○○旁邊的人行道上，我們就撿起來，當場逮捕他們二人，並當場打開手提袋裡面有二塊疑似海洛因毒品，又到蔣耀玲開的車上再取出一個手提紙袋裡面有二塊海洛因」； 證人郭遠謀於本院證稱：（「問：可否向法院說明一下當天你就本案所負責工作，與當時在國父紀念館所在位置之情形？」，答：「當天我的位置是在國父紀念館那邊捷運站出口處，負責監控地下室。」，問：「你當時負責工作內容？」，答；「我負責接跟，然後現場控制、執行」，問：「當時乙○○是在捷運站何地點交東西給甲○○？」，答：「捷運站是在地下，地下一樓，捷運站的地下室，等於說要坐電梯下去的那個位置」，問：「是在手扶梯附近，還是已進到捷運站裡面？」，答：「我是在捷運站手扶梯下去左手邊附近」，問；「當時你看到乙○○交給甲○○什麼東西，外觀如何？」，答：「是一個紙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3頁反面、第234頁）；再參酌被告乙○○自承：伊走到捷運站給甲○○，其等一前一後要坐手扶梯要離開時候，調查員就表明身分，甲○○跑了一下，東西就丟掉，我當時被調查人員壓制，....，伊不認識甲      ○○，伊還問了好幾個人，後來知道都是調查員等語，綜合上述，本件查獲之調查員係在案發現場監控中看到被告乙○○有交付紙袋予被告甲○○之行為，被告乙○○有詢問找人之情況，且被告甲○○有將手提袋丟棄之行為，依上開客觀      情況，調查員以被告二人為涉嫌毒品犯罪現行犯而予以逮捕，並附帶搜索渠等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及使用之交通工具，其程序於法無違；…縱本件調查員無法從紙袋外觀看見紙袋裏面的物品，惟依上開說明，逮捕現行犯之相當理由不要求百分之百確信，執法者依當時事實及情況，客觀形成相當的相信，認為被逮捕人為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即可逮捕，是本件逮捕及附帶搜索應屬合法，前開所查扣之贓證物自具備證據能力，本院自得依法審酌其證據力，並得據以為論罪之證據。」（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重訴字第22號判決）
3、「查本件查緝人員跟監被告駕駛之自小客車至被告家門前時，被告並非通緝犯，而被告當時甫駕車返家，並無確切證據顯示在犯罪實施中或實施後，再就被告外觀行為觀之，並無被追呼為犯罪人者，亦無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等情狀，然查緝人員隨即持槍喝令被告下車並趴下之行為，顯將被告置於司法警察之強制力支配之下，應認查緝人員此時已對被告逮捕，查緝人員即證人高佳豪雖證稱當時此作為僅為單純保護性之措施，惟查緝人員此舉已將被告置於司法警察強制力之支配之下，限制被告之行動自由，應堪認係逮捕被告之行為。本件被告並非通緝犯、現行犯或準現行犯，是查緝人員對被告所為之逮捕行為，並非合法，」（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訴字第1045號判決）
 4、「且被告非犯罪中被依法逮捕之現行犯或準現行犯，亦非遭依法強制拘提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得依據檢舉動機可疑及證言未見憑信性之證人丙○○之片面指證（詳如後述），未聲請搜索扣押犯罪證物，遽逕行逮捕被告進入被告住處搜索，顯逾越正當之法定程序，已有可疑。」（臺灣高等法院95年上訴字第1982號判決）
（二）準現行犯部分
1、「經查，證人壬○○到庭證稱：因為甲○○是通緝犯，逮捕甲○○下車時，我們在地上發現有一些毒品，我們認為甲○○有持有毒品之犯罪嫌疑，我們認為甲○○是現行犯。逮捕時現場，車流量大，不方便在現場搜索，將甲○○帶到另一部警車上，丙○○在他原來的黑色汽車上，我們將原車帶回分局外面，經過甲○○同意後搜索，當時丙○○他們也都在場等語，警員於查獲現場既發現有毒品之犯罪物件，被告甲○○、李文蒂、丙○○均顯可疑為犯罪人，自得以現行犯論，…」（臺灣高等法院98年上更一字第130號判決）
2、「以被告駕駛自用大貨車載運大批樹木，而不顧危險高速馳車逃逸等情狀判斷，證人甲○○、許倉明係警員，有查緝不法，逮捕罪犯之職權，其等認為被告顯可疑為犯罪人，係準現行犯，著手逮捕，依上開說明，於法有據，自屬依法執行職務。至於被告是否確實涉嫌犯罪，應負刑責，猶待依法定程序偵查、審判，而逮捕與否，事涉保全犯人與罪證，機會稍縱即逝，必須立刻作出決定，自不能以事後被告有無罪責，資為判斷甲○○、許倉明所為逮捕是否合法之依據。」（臺灣高等法院96年上易字第2042號）
3、「本案按，因持有贓物，顯可疑為犯罪人者，以現行犯論，不問何人均得逮捕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旨在防止犯人逃亡湮滅罪證。經查：被告六人獲案時，警方在渠等搭乘之廂型車內，起獲被害人寅○○被搶之一百五十萬元贓款，此為被告等所不否認，足認被告持有贓物。其次，警方於被告獲案甚至被告犯本案行為前之九十一年十一月間，即因懷疑部分被告涉犯其他強盜案監聽被告使用之電話，迨被告強盜寅○○財物後，並持續自部分被告之手機簡訊中得知被告之行蹤且正聚集台北市○○○路一帶，而終能在事實欄所示之地點埋伏，進而逮捕被告等事實，…」（臺灣高等法院92年上訴字第2712號判決）
（三）本文意見
1、現行犯部分：
（1）1、之判決中，是否足資認定為現行犯之事實不明，惟值得注意者，乃未予認定逮捕之適法性得為判決違法之理由。3、之判決中，則因無依據為逕為逮捕之事實而認為逮捕違法，亦無爭議。至4、之判決中所提，不得僅據檢舉人之檢舉逕為逮捕，亦屬的論。
（2）惟2、之判決中，所謂現行犯逮捕時之「相當理由」，係指「執法者依當時事實及情況，客觀形成相當的相信」等語，對於是否加入執法者先前蒐集情報之特別知識來判斷一點，並未提及。若結合該案事實觀之，根據證人即調查員之證述，本案顯然係在事先得到情報之情形下進行跟監，始查獲被告等之犯行；而據以認定被告等為現行犯之相當理由，則為被告甲、乙在捷運站碰面後，共同下至地下一樓廁所旁，由被告乙將紙袋交付被告甲，被告甲並在逃逸過程中將紙袋丟棄等事實。有疑問者，並非「即時」之要件與否，乃被告等在客觀上之行為應如何評價之問題。執法者因未目擊該紙袋之物為何，如何能查知被告等正進行毒品之交易？此與上述日本法現行犯部分4、同樣，即是否得以「將相同資料交付一般人判斷，是否亦認為係現行犯」之標準來判斷之問題。
本文認為，無令狀逮捕之緊急性雖然重要，但現行犯之判斷上，其客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非得以逮捕主體主觀之想法為據。逮捕主體（尤其是司法警察）之情報來源多樣，無須經過司法審查程序，縱有經過司法審查者（如通訊監察），亦係事前概括同意實施，其後獲取之情報如何解讀，亦無從擔保其正確性。縱以上開標準視之，即將相同資料交付一般人判斷，一般人因不具備調查犯罪之專業知識，類如本案之客觀事實，恐亦難認係合法之現行犯逮捕。類似情形，似以合於緊急拘提之要件行之為當
。
2、準現行犯部分：
（1）在1、判決中，地上有毒品時在場之人，均得認為係準現行犯之見解，應予補充說明。實務上常見警察衝進KTV之包廂後，搖頭丸等毒品散落一地，不知其中何毒品為何人所持有，於是將包廂內所有人均以持有毒品之準現行犯予以逮捕之例。此類型案件在缺乏犯嫌之供述情形下，除當場有人自承外，自客觀環境極難判斷為何人所持有，此時因持有之犯行時間極為接近、地點可以限定，加上現場又留有毒品之客觀情狀，因此將包廂內之人均以逮捕之舉，應認為合法。
（2）在2、判決中，逮捕主體判斷可能為準現行犯之客觀要件為「駕駛自用大貨車載運大批樹木，而不顧危險高速馳車逃逸」，但此係合於我國準現行犯之3款要件中何款，並未具體指明。而上開事實與第1款顯然有間，又未持有何凶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何處露有何犯罪痕跡以足認為犯嫌，其可能之犯罪事實之時間、場所緊接性如何，亦屬不明，我國並無類如日本「經盤查而逃逸」即認為現行犯之規定，是本案認定其為適法之準現行犯逮捕，似有可議。
實則自證人即逮捕警員之證詞即「我們警員據報到場處理，發現係被告為載運樹木，佔用攤位停放車輛，與攤販發生激烈爭執，當場協調不成，我們希望雙方到派出所進一步協調，也要瞭解被告所載運樹木有無合法來源。被告原先有同意前往，自行駕駛自用大貨車在前，警車緊跟在後。詎被告於行駛途中，卻往相反方向疾駛離開，我們以警報器示警，並使用車上廣播器廣播，要求被告停車。被告不肯停車，反而加速逃逸，並以左右蛇行方式，阻礙警車追趕、攔停。警車追逐約2公里，抵達桃園縣龍潭鄉○○路100號前，才攔下被告車輛。我們請被告下車，前往石門派出所調查，被告下車後，拒絕合作，聲稱『我沒有犯錯，為什麼要去派出所』，對我們揮拳、拉扯，我們才使用強制力逮捕被告等語」觀之，警察逮捕被告，係因被告妨害公務之事實。至攔下被告車輛之行為，雖證人證稱懷疑被告車上木材之來源為何，然若無其他客觀事實足認該等木材之取得、搬運有違法之嫌，自不得據此妨害被告自由離去之權利。可資為依據者，乃被告原同意前往派出所協調，後來反悔加速逃逸之行為，若尚未得知被告身分時，可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行使行政警察之行為，認為為查證身分而攔停；惟此時因僅有逃逸而無其他涉嫌犯罪之客觀事實，在查證身分完畢後，應即讓被告離去現場。反之，若一開始即已查明被告身分，則攔停被告車輛之行為，即係違法。對於違法之攔停行為，被告並無配合之義務，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惟不得主張對違法攔停行為揮拳、拉扯為正當防衛，自不待言。
（3）在3、判決中，係警察依通訊監察及被害人之報案內容，於犯罪時間2小時10分後，在臺北市（犯行現場在臺北縣中和市）逮捕強盜案被告。惟如判決事實所載係先執行逮捕，方起獲車內之贓款150萬元，是否合於準現行犯之要件，即有可疑。換言之，車內有150萬元之客觀事實，究係在執行逮捕前或逮捕後實施刑事訴訟法第130條之附帶搜索時所發現，應為本案判斷準現行犯逮捕適法與否之重要依據。倘係在逮捕前，先藉由職務詢問方式即查知車內確有大量現金，因而認為合於準現行犯之「因持有贓物，顯可疑為犯罪人」要件，尚無爭議。若係先執行實質之逮捕行為，例如攔下車輛，喝令車上之人下車後將之壓制，進而發現車內有大量現金時，此時應認為係審酌緊急拘提中「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之要件，自客觀事實判斷被告有無逃亡之虞，決定其緊急拘提是否適法。
五、小結
自實務判決觀之，對於現行犯（含準現行犯，本段下同）逮捕之爭議，相較於日本法係在「即時」與否之判斷，我國則是對於準現行犯之4款要件之客觀事實，在認知上尚有爭議。現行犯逮捕之緊急性、必要性無庸置疑，然一則尚未發現「即時」上之爭議案例，二則對於司法警察為逮捕主體時，似乎均採取較為寬鬆之認定，或許是體認司法警察站在執行之第一線之故；惟就抑制違法偵（調）查之觀點，似有商榷之餘地。
又準現行犯是否須考量「即時」之要件？我國規定雖無明文，然準現行犯乃係於各款情形發生時「準用」現行犯之規定，其法律效果為無論何人均得逮捕，亦即限制行動自由之行為可阻卻違法，對憲法高度保障之人身自由之侵害，可謂甚鉅。而細關各款事由，若未加入「即時」之要件，則犯罪與犯人明白性之擔保將大為減低，亦即誤認犯嫌之蓋然性將大為提高，則與憲法第8條規定現行犯必須係犯嫌之犯罪具有高度明白性之意旨，大相逕庭。是本文認為準現行犯之要件，即便法無明文，亦應將時間、場所之緊接性列入判斷標準，方不致發生被害人在遭搶10日後，發現迎面而來之人竟是10日前之犯嫌，仍得以現行犯逮捕之荒謬現象。
參、共謀共同正犯之現行犯逮捕
一、判例事實與認定
共謀共同正犯因僅參與犯罪之謀議，未及於犯行之實施，因此如何判斷是否具有現行犯逮捕所要求犯罪與犯人之明白性，即有疑問。引發本文寫作動機者，即為上課之實例中所舉之兩則判例中，認為共謀共同正犯可以以現行犯逮捕。因兩案為第一審與第二審之關係，茲先將該相關之犯罪事實摘要如下：
本案為昭和60 年11月間之舊國鐵淺草橋站攻擊事件，首先第一審（東京地裁63.3.17）認定之共謀事實簡要如下：「本案犯行，首先由中核派之幹部制訂周全之計畫，於11月28日至29日上午，於中核派之各據點，對集結之約100名群眾，說明本案計畫之之全貌，並具體、詳細地將當日之服裝、裝備、集合方法、淺草橋站攻擊之順序、任務編成、撤退方法等事項使各群眾瞭解，當日則幾乎全照計畫進行犯行。」其次，第二審（東京高裁平1.7.6）就逮捕事實則記載如下：「依相關證據，如原判決所示，本案當日天未破曉前，在首都圈之各地因視為激烈派份子切斷國鐵通信電纜之事件發生，警察因此嚴整以待。久松警察署警察官牛木巡查，接獲通報稱左衛門橋附近有可疑人士，而於同日上午約6時40分，與另4名警察官一同前往左衛門橋附近之小公園。到達時見該地停有可疑之廂型車，該車後方則有數十人穿著西裝者陸續出現，自該車取出鐵管或印有中核名義帽子。自公園南方約30公尺處路上，又出現被告A、B、C、D在內，穿著西裝或背心之7人往廂型車方向走來，因當時天尚未明，應非至附近出勤之上班族，且附近散步民眾亦相當稀少，牛木巡查遂認渠等為中核派之成員，正向渠等方向前進一兩步時，渠等竟往反方向逃逸。牛木巡查因此確信係中核派之共犯，對渠等持續追蹤並以無線電通報，與久松警察署之巡邏車會合後，追逐約600公尺後，將被告A、B、C、D以兇器準備集合罪之現行犯予以逮捕。」
對此客觀事實之現行犯逮捕部分，第一審認「允許現行犯逮捕，乃因自『現在實施犯罪、或現在實施犯罪終了』之情形觀之，被逮捕人即為犯罪之人之罪證相當明確。從實施行為者及被逮捕之共謀共同正犯之舉動或犯罪現場之狀況等看來，現在實施或終了之犯罪，明白地為共謀所為之共同犯行時，被逮捕者為共謀共同正犯時，亦得以現行犯逮捕之。」第二審則亦同此旨
。
二、問題點
本案之問題點主要有二，除本文探討之共謀共同正犯得否以現行犯逮捕外，另有日本刑法第208條之3第1項之兇器準備集合罪，有無共謀共同正犯成立餘地之爭議，實務上正反兩說均有之。該項規定為：「2人以上之人共同以加害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之目的而集合，因此準備兇器或對準備有兇器之事知情而集合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萬元以下罰金。」對於學說上不認有共謀共同正犯者，自無承認之理。然承認共謀共同正犯者，對此亦有採消極之見解者，其理由主要認為兇器準備集合罪必須有兩人以上為共同加害目的而集合為要件，未至現場集合者，自無由成立正犯，而對前揭第二審判決有相當質疑
。
至共謀共同正犯得否以現行犯逮捕，如區分情形觀之，如係在犯罪現場為共同謀議，其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者，自合於現行犯逮捕之要件，應無疑問。反之若事前共謀，為犯罪實施之人不在犯罪現場時，共謀者應不得以現行犯逮捕。而共謀者在犯罪現場之情形，應以實施行為人之行為與共謀者之行為觀察，兩者間之意思聯絡是否明確，以判斷是否合於現行犯之要件。自具體情形觀之，共謀者之客觀行為亦可能為幫助行為，例如對於街上裸女攝影之人即是，究為共謀共同正犯或幫助犯不明時，應依幫助犯之現行犯逮捕為當
。而共謀共同正犯得否以準現行犯逮捕，必須以共謀者是否合於上述準現行犯之要件個別判斷，自不待言。
三、本文意見
整理上述日本實務、學說之意見，得為現行犯逮捕之共謀共同正犯，乃所謂現場共謀共同正犯。在過去偵辦案例中最常見者，例如兩派人馬相約談判，談判破裂後打群架，警方獲報或正好巡邏至現場，其中或有辯稱並未動手者，惟仍將不及逃逸之人全部逮捕之例。此時因現場情況混亂，除被害人明確指述外，多有無法判斷何傷害為何人造成之可能，因此是否起訴，端視是否有傷害之共謀而定。然現行犯之逮捕具有緊急性，在未事先獲取情報之突發事件中，依現場情形判斷是否共謀之標準，應與事前獲取情報案件之要求有所差異，以求兼顧偵查實務與人權之保障。
肆、結論
一、問題之擬答
（一）A犯嫌部分：A為本案下手實施竊盜行為之正犯，且為逮捕主體甲當場目擊犯行，將之以現行犯逮捕，自無疑問。
（二）B、C犯嫌部分：
1、B、C與A等3人為事前共謀之竊盜集團，而共謀之事實，乃由警察事前之錄影帶蒐證具有高度蓋然性；而本案發生時，B、C於列車上推擠之客觀行為，雖無法判斷是否即為竊盜之幫助行為，至多僅能認為係現場共謀共同正犯；然B、C於A下手實施時在場且極為靠近，有高度掩護A作案之可能性，是警察認定為現行犯而著手逮捕之時點，應屬適法。而B因丙持續在後追蹤而逮捕，其犯人之明白性至為明確，本案之現行犯逮捕，應為適法。至警察在逮捕B時，B即逃離現場之客觀行為，雖係於開始逮捕後發生之事實，亦足作為補強事實。
2、C在逃逸過程已經追丟，1小時10分後在1000公尺外之處，乃因逃避鐵路警察之職務詢問而遭逮捕，其間因當時為下班時間，且在人潮眾多之捷運站、火車站，C已無法藉由丁之描述予以特定，其現行犯人之明白性應認已經喪失，是不得認係犯行之持續追蹤，自不得以現行犯逮捕之。而C在為鐵路警察發現時，並未有準現行犯之各款要件，是亦不得以準現行犯逮捕之。此時問題又回到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7條第1項之規定，即鐵路警察是否有合理懷疑C有犯罪嫌疑或犯罪之虞而得攔停C（將C留置現場）？因鐵路警察係得警察丁之通報，在上開離案發地點尚屬緊接之時地發現類似C之人，因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而上前查證身分，應屬適法。因C逃離而攔停，並通知丁前來確認，而由丁限制其人身自由之行為，則應評價為該當緊急拘提之「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之規定。
（三）D犯嫌部分：D雖於竊盜現場未為任何實施、幫助行為，然依前述理由，與B、C同樣為現場共謀共同正犯之蓋然性仍高。惟D於逃逸過程亦已追丟，係於案發後3小時40分，在距案發現場2000公尺之外為警偶然發現，亦難認為犯行之持續追蹤，不得以現行犯逮捕之。而甲對D又未進行何職務詢問（盤查）即行逮捕，自不合於緊急拘提或警察職權行使法之上開規定，其逮捕應非適法。
（四）E犯嫌部分：E雖可認為共謀共同正犯，然其於犯罪實施時不在場，自不得遽以現行犯逮捕。其至大安森林公園準備分贓之行為，客觀上亦無準現行犯之各款要件，亦不得以準現行犯逮捕之。可資為據者，乃緊急拘提之「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本案乃有現行犯A、B之供述，及事前蒐集之情報為據，應認E之共犯嫌疑重大，得以緊急拘提。
二、無令狀逮捕之精緻化
無令狀逮捕之精緻化，係指對現行犯、準現行犯、緊急拘提各款要件，於偵查、審理程序詳加確認之意。在上開查詢我國判決之過程中，發現辯護人主張違法逮捕之理由，多係為主張之後之供述、或附帶搜索所得之物證因此無證據能力之故。雖然逮捕之適法與否，與前揭主張之供述、物證之證據能力並不絕對相關，例如被告因此之自白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尚須視詢（訊）問時是否有不正取供情事而定，而附帶搜索所得之物證亦不因事後認定逮捕之違法而當然失其證據能力，尚須視逮捕、搜索者是否有故意逸脫令狀主義之重大違法而定。然檢察官在內勤時，所處理司法警察以現行犯、準現行犯移送之案件，甚至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第2項聲請簽發緊急拘提之拘票時，對於無令狀逮捕之適法與否，自應負第一道防線之把關責任。除彰顯檢察官之司法官屬性外，對於抑制違法調查、落實對基層司法警察之監督權限而言，均具有相當意義。另值得一提者，乃值內勤時司法警察以電話詢問某事實是否合於無令狀逮捕（通常是現行犯、準現行犯）之情形屢見不鮮。惟以電話詢問時，通常並非是否逮捕時，而係逮捕後是否移送時，身在辦公室之檢察官，未能閱得該案之卷證，僅憑電話中之說明，如何能認定是否為適法之無令狀逮捕？實則能否為無令狀逮捕，乃身為逮捕主體之人，於逮捕當時依客觀條件所為之判斷，除指揮偵辦案件外，檢察官實無從判斷。內勤或承辦檢察官得在個案收案後監督司法警察關於逮捕權之行使，但似不宜僅憑司法警察之說明據為認定。
� 本案事實為參考早稻田大學法務研究科三年級搜查法課程之實例改寫。


� 最判昭33.5.28，此為日本實務關於共謀共同正犯之代表性判例。參照阪村幸男，現場共謀共同正犯論と集団犯，收於刑事法学の歷史と課題，， 1994年5月15日，法律文化社，第139頁。


� 為與同法第76條相區分，雖第88條之1之用語亦規定為「得逕行拘提之」，此處因強調其急迫性，以下均稱之為緊急拘提。


� 日本刑事訴訟法上有令狀之逮捕，亦僅有法官簽發之逮捕狀一種（第199條以下）。檢察官於偵查階段，無論事前事後均無簽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之權力。至於無令狀之現行犯逮捕之合憲性，因日本國憲法第33條明文規定除現行犯外之逮捕令狀主義，即係認現行犯無令狀之必要，並無疑義。而緊急逮捕雖然規定在事後必須「即」向法院聲請逮捕狀，法院不核發時，仍應將犯罪嫌疑人釋放，但因非事前聲請令狀，其合憲性在學界多所爭議，實務（最判昭和30.12.14）則採合憲見解。緊急逮捕因非本文之主題，詳細討論遂予省略。詳見光藤景皎，刑事訴訟法Ⅰ，成文堂，2008年3月20日初版2刷，第61至63頁。


�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12條：「現在實施犯罪、或現在實施犯罪終了者為現行犯（第1項）。該當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明確地足認為即時實施犯罪終了時，視為現行犯。（第二項）（各款事由如表二所示）」。同法第213條：「現行犯，無論何人無逮捕狀亦得逮捕之。」


� 惟應於逮捕後即向法官聲請簽發逮捕狀，法官拒絕簽發時，應即將被逮捕者釋放。


� 現行犯逮捕時是否須「必要性」要件？亦即是否有認為不必要之現行犯逮捕？日本法上關於此問題之討論，原因在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17條規定，最重本刑科30萬日圓以下罰金、拘役之罪，僅在犯嫌之住居所或姓名不明、或有逃亡之虞時，方適用現行犯逮捕之規定。學說上採積極說，實務（東京高判昭41.1.28判例）則採消極說。我國對於現行犯之逮捕並無另外設限，即便對於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倘合於現行犯之要件，仍得逮捕之，應無疑義。參照新関雅夫，佐佐木史朗ほか編，增補令狀基本問題（上），判例時報社，平成17年6月22日1版5刷，第157頁至第161頁。


� 參照光藤景皎，前揭書，第58頁。


� 參照新関雅夫等編，前揭書，第152頁。


� 大阪高判昭45.3.19、東京高判昭41.1.27。參照新関雅夫等編，前揭書，第139至140頁


� 參見新関雅夫等編，前揭書，第139頁。


� 大阪高判昭33.2.28、釧路地決昭42.9.8、京都地決昭44.11.5、青森地決昭48.8.25等實務均採此見解，參見新関雅夫等編，前揭書，第139、153頁。參見光藤景皎，前揭書，第59頁。


� 參照水谷規男，現行犯逮捕（1）-明白性，收錄於別冊ジュリスト第174號「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八版」，第28至29頁。


�但學者對於後者（最一小決昭31.10.25）情形，認為犯嫌事後進入乙店之行為，其犯行之繼續性已消滅，無以擔保犯罪與犯嫌明白性之客觀條件，除非該當準現行犯之情形，否則難認係「現在犯罪終了時」。參見新関雅夫等編，前揭書，第140至141頁。


� 釧路地決昭48.3.22、福井地判昭49.9.30。


� 東京高判昭41.6.27，參見光藤景皎，前揭書，第60頁。


� 東京高判昭41.6.28，參照濱邦久，現行犯逮捕，別冊ジュリスト「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四版」，第24至25頁。


� 雖然判旨並未明載本案情形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1項之現行犯，或同條第2項第1款之準現行犯中「被追呼為犯人」者，但自判旨理由之構成觀之，咸認為係前者。參見光藤景皎，前揭書，第61頁。


� 日本刑法第35條：「依法令或正當之業務行為，不罰。」


�參照伊藤榮樹，現行犯逮捕のため犯人を追跡する者の依賴による追跡の継続，收於刑事判例研究（64）， 第166頁。


� 參照光藤景皎，前揭書，第61頁。駒沢貞志，現行犯逮捕，別冊ジュリスト「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二版」，第61頁。


� 參照石川才顯，私人による現行犯逮捕の際の実力行使と刑法35条，ジュリスト「昭和50年重要判例百選」，第128頁。


� 參照多田辰也，準現行犯逮捕，收錄於別冊ジュリスト「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八版」，，第32頁。


� 參照光藤景皎，前揭書，第59頁。新関雅夫等編，前揭書，第156頁。


� 參照多田辰也，前揭文，第33頁。


� 重大犯罪與否是否影響準現行犯之認定？雖有認為重大犯罪應該在時間之客觀要件上予以延長，但反對說認為如此連結並不相當，本文亦從後者。蓋為滿足重大犯罪逮捕之急速要求，另有我國法上之緊急拘提、日本法上之緊急逮捕可資運用，不宜因此擴大準現行犯逮捕之範圍。


� 參照多田辰也，前揭文，第33頁


� 參照福井厚，準現行犯逮捕の適法性，刑訴法220条1項2号にいう「逮捕の現場」，ジュリスト「平成八年重要判例百選」，第170頁。


� 本案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罪，被告等於警方上前時即逃逸或丟棄紙袋之行為，應有客觀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而得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緊急拘提之。


� 參照阪村幸男，兇器準備集合罪と共謀共同正犯，收於新、生きている刑事訴訟法，1997年2月1日初版1刷，成文堂，第252至254頁。


� 實務上採肯定說者，有東京高判昭49.7.31及東京地判昭50.3.26，否定者則有東京地判昭48.4.16。參照大谷實，共謀による兇器準備集合罪の成否，法學セミナー第410期，第107頁。


� 參照新関雅夫等編，前揭書，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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